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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中的效益转移：
进展与挑战

亢楠楠，黄季焜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要 正确评价生态系统服务中蕴含的经济价值是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保障。“难识别、难度量”导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数据匮乏，仍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效益转移法利用二手数据，将已有研究融入待评估的地点当中来，避免了初始评

价研究中数据获取时间长、成本高的难题，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领域备受青睐。资金、时间预算有限的条件下，能够帮助管理者

迅速解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数据的缺口，是这种评价技术的核心优势。鉴于该方法在实践应用中的广阔前景，对其评价结果有效性

和可靠性的关注也比其他方法更为迫切。但其理论背景决定了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系列估值偏差。因此，围绕近年来国内外学者

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文章首先梳理了三种常见的效益转移形式，进一步总结了对转移效度进行检验的方法；然后，重点厘清了该方

法面临的挑战，探讨了研究文献中减小效益转移偏差的最新共识。可概括为：①初始研究的选择，应该考虑与研究地点的匹配性，降

低“跨环境”的泛化误差。②谨慎辨别生态系统服务特征，避免中间服务和最终服务的重复性计算。③加入地理信息变量，评估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格局变化。④模型中保留时间维度，检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间稳定性。此外，高效的效益转移还离不开足

够数量且优质的初始研究。因此，作者最后从操作规范、初始研究数据库的支持两个视角，建议中国跨学科的专家们应该联合制定

一套指导方针，用以提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中的效益转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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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两山论”科学论断指导的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

背景下，尽快建立健全生态产品的实现机制，是解决经济

发展与生态保护博弈难题的核心所在。将“绿水青山”的

生态资源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生态资产，离不开全面、大

范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cosystem Service Value，ESV）
评价。尽管市场价格法、个体偏好法等价值评价技术已

经获得了充分讨论，但利用这些方法提供了 ESV信息的

“初始研究”（primary study）有时依然会显得供不应求［1］。

这是因为，理想情况下，“初始研究”必须依赖于实地调研

的问卷数据或考察收集的测量数据。高成本、长时间以

及跨学科的一手数据研究，对资金、时间以及人才素质都

有着较高的要求，这对于要在短时间内核算出中国生态

系统服务的价值，并制定科学有效的生态系统管理决策

的迫切需求来说根本就不可行。

仔细权衡各种评价方法的“实用性”与“精确性”后，

利用上述“初始研究”发展起来的效益转移法（Benefit
Transfer Method，BTM）便成为短期内一种备受青睐的评

价技术。BTM的典型特征，是使用已有数据或信息，而不

是进行初次收集［2］。研究者可以使用统计或者计量的方

法，结合一系列特征，将已有“研究地（study site）”的估值

结果转移到待测算的“政策地（policy site）”中去。该方法

诞生的初衷，是借鉴现有数据辅助于某项新政策的实施，

这也是“政策地”这一说法的由来。除了能够摆脱时间、

成本约束的优势，它还可以应对跨区域、大尺度研究所面

临的规模挑战。

近 40年来，覆盖世界各地的“初始研究”，尤其文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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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式获取的极大便利，为构建效益转移所需的价值评价

数据库（Valuation Database，VD）提供了强力支撑。国际

上，针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的TEEB数据库（ESVD）、墨西哥

湾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数据库（GecoServ）［3］、俄勒冈州

立大学建立的游憩使用价值数据库（RUVD）等都已获得

较高的认可度［4］。从实践应用的角度来看，BTM的评价

结果已经成为美国、欧盟以及其他国家多项大规模成本-
效益分析的标准和核心组成部分，涵盖水资源利用、森林

资源规划、健康风险及废弃物管理等诸多方面［5-9］。

国内研究方面，虽然近年来涌现出了大量的“初始研

究”，但相当一部分还停留在简单地将国外的评价方法直

接应用至某个地区进行案例分析的原始阶段。研究区域

的聚集性、评价方法上的同质性和结果的不精确性极大

地限制了结果的二次利用，不足以支撑建立起如上述大

规模的中国 ESV数据合集，导致效益转移陷入“无米之

炊”的困境。尽管有一些学者也关注了这一方法，但更多

的是以单位价值转移手段为主的流域范围内的价值转

移，对转移结果的检验也多为简单的误差程度汇报，未能

就过度或低估的原因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法。另一方面，

学者们对BTM的应用也始终存在争议，原因是“谨慎的效

益转移只能提供有用的合理近似值，而不是完美值”［10］。

它的使用可以有效避免那些未被计量的服务或功能被简

单视为零的现象发生［11］，但是盲目地“有数字总好过没数

字”却可能会导致“坏数字会赶走一切数字”的潜在弊

端［12］。因此，如何减少或避免效益转移过程中存在的偏

差，提高转移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便成为了始终伴随

这种方法的主流问题。2018年，Environmental and Re⁃

source Economics杂志专门发表了一个特刊，结合最新研

究数据，从约束条件、计量模型等多个角度出发探讨转移

结果更加靠近真实值的可能性［13］。事实上，现实情况中

很少能提供效益转移所需的全部理想条件。因此，效益

转移的优化目标便是找到减少转移误差的方法，而不是

期望完全消除它们。

因此，文章试图从研究者常使用的几种效益转移形

式出发，结合中国学者的研究现状，厘清易被忽略的效益

转移误差来源，以期为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结果

有效性的提升、完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实现框架提供参

考依据。

1 多样化的效益转移形式

效益转移流程在理论上是比较简单的，可概括为以

下四个步骤：①确定政策地特征；②合适的研究地文献选

择；③价值转移；④转移结果分析。其中，第三步是搭建

现有研究与政策地研究关联的核心。广义上来说，价值

转移形式可分为数值转移（value transfer）和函数转移

（function transfer）两大类，涉及方式和复杂性各不相同。

前者包括简单的未经调整的点对点转移，通过购买力或

收入弹性等核心指标调整的平均价值或单位价值转移。

后者需要复杂的参数校准或者Meta分析。无论哪种形

式，都在力求实现调整优化从而提高估计效率［1，5］。尽管

复杂的函数转移结果精确度可能越高，但相对简单的数

值转移往往灵活性更高［14-16］。接下来将重点介绍单位价

值转移，以及函数转移和Meta分析三种转移形式。作者

从函数转移中析出了Meta分析，目的是保留二者的主要

区别。

1. 1 单位价值转移

每一个政策地点都是由数种土地利用/土地覆被

（Land Use /Land Coverage Change，LUCC）、生物群落或其

他生态景观类型（如林地、水域）来区分，是这一方法实施

的前提。再依据公认的生态系统服务分类体系（如MA，
TEEB等），为每一种土地利用类型赋予一系列服务类型

（如食物供给、气体调节、文化服务等）。接下来，对已有

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将获取的每单位面积的价值系数转

移到待测评的土地利用类型上去（如每公顷森林的气体

调节价值）。使用单位价值乘以该类型的面积，得出该

土地利用类型的总价值。最后，通过对所有土地利用类

型求和，即可计算整个政策地点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总

和。可用公式表示为：Transferred ValueT =∑i = 1
n A(LUi ) ×

Value (ESij )s。其中：A(LUi )为第 i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

Value (ESij )s则为土地覆被类型 i中第 j项服务的单位面积

价值。

1997年，Costanza等［17］归纳了 100多项研究，首次提

出 16种生态系统 17种服务类型的单位价值，成为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领域里程碑式的成果。2014年，又在此基础

上更新了这项迄今为止最大尺度上的效益转移研究［18］。

借鉴这一思路，谢高地等［19］于 2003年提出了中国情境下

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量表，命名为“当量因子法”，并

于 2008年、2015年进行了再次修正［20-21］。这一突破性研

究在国内迅速引起反响，得到大量引用。

参考诸多文献，作者以“生态系统”OR“生态资产”OR
“生态系统服务”AND“价值”AND“元”为关键词，对中国

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文献的“篇名”“关键词”和

“摘要”进行了检索，发表时间限定为“2020年及以前”。

经过阅读和筛选，最终保留 2 474篇相关期刊文献。如图

1所示，其中有 960篇使用了单位价值转移的测算方式。

该方法的使用案例几乎覆盖全国各个生态系统，因为这

一转移形式的原理本身就支持其在省份、流域乃至全国

的尺度上进行价值预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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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效益函数转移

除上述方法外，还可以将价值的另一种常用表达方

式——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用作效益转

移。假设某个地点 i的生态系统服务质量发生变化，个人

支付意愿取决于其所提供的生态系统属性 Qes、被试者 j

的个体收入 Yj以及其他地理特征Di：WTPij = β0 + β1Qes +
β2Yj + β3Di。研究地和政策地中因变量与自变量统计关

系相同的理想假设条件下，研究者可通过现有案例信息，

插入相关变量，来调整个人支付意愿，以适应政策地的特

征。另外一种常见的函数转移是将游客旅行需求作为因

变量，这常活跃于生态系统的旅游服务价值评价领域

当中。

基于函数转移的方法，避免了数值转移“拿来主义”

的弊端，被证实是一种效率更优的价值转移形式［23］。从

1992年 Loomis［24］首次应用于游憩资源的价值评估后，这

种更严格的转移方法便得到迅速推广。Boyle等［25］提出，

完美情况下的函数转移，需要满足下列条件：①对同一种

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评价；②研究地和政策地受到生态系

统服务影响的人群具有相似的特征；③两个地点的价值

衡量方式必须相同（例如支付意愿）。因此，它需要研究

者事先非常了解政策地的特征，以便在现有文献中找到

满足上述准则的支付意愿函数研究。

1. 3 Meta分析

尽管函数转移更加倾向于对研究场地特征相似性和

转移过程复杂性的讨论，转移结果还有可能取决于其他

因素，如评价方法的选择、数据的质量以及文献来源

等［26］。在缺乏与政策地完全匹配的现有研究的情况下，

Meta分析被看作是另一种更为便利的转移方法。通过研

究综合、假设检验以及效益转移三个研究动机，它系统地

解释了在相关的、方法合理的初始研究中结果和自变量的

差异。基本模型表示为：Transferred ValueT = fstudy ( β�，Xp )。
其中，β�是作为自变量的研究地的特征 Xp的模型回归系

数。由于Meta回归综合了不同研究的信息，这些信息在

服务类型、地点特征、人口特征以及评价方法等因素上各

不相同，因此对于要找到与政策地点特征十分匹配的单

一研究的需求便不再那么强烈［27］。最重要的是，Meta分
析提供了一个参数化的转移函数，允许根据政策地的具

体需求来定制模型结构，提供了一种最为灵活的效益转

移形式［16，28］。

在大量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领域中，国外Meta分析

涵盖了不同生态系统和服务类型［29-31］、不同研究尺

度［32-33］，甚至于函数实现形式、最佳实践规范都有着较为

深入的探讨［34-35］。然而，中国学者的Meta研究还更多地

处于案例应用的初期阶段，实证结果多聚焦于简单线性

关系的验证，对于转移效率背后原因的分析还比较

少见［36-38］。

2 效益转移过程面临的挑战

无论是价值转移，还是函数转移，其最终目标都是尽

可能降低初始研究所获得的“观察值”ValueS与效益转移

后的“预测值”ValueT之间的差异。迄今为止，许多研究视

图构造一系列检验指标，用来量化转移效度（表 1）。这些

图1 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研究的期刊文献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文献检索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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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的零假设可以分为两种类型：①两者之间无差别的

经典等价假设：ValueT = ValueS；②存在容忍度范围 D的

等效性假设：|ValueT - Values | ≤ D。后者引入了统计学

概念，被看作是对经典测试的有效补充。实践中，考虑到

计算的便利程度，仅计算转移误差百分比仍然是一种最

广泛的检验方式。虽然这种方法并不能实现最优的效度

检验，但是正如大量研究所认证的，误差低于 30%~50％
的效益转移就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39］。接下来，文章将

就几个常见的误差来源重点讨论。

2. 1 “跨环境”下的泛化误差

经典研究假设下，未能满足的研究地和政策地的一

致性或者相似性所导致的评价结果的偏误被称作泛化误

差（generalization error）。这也是研究者在讨论效益转移

有效性和可靠性时一个传统的关注问题［26］。

（1）泛化误差对单位价值转移结果的影响。基于单

位价值的效益转移建立在“特定的土地利用类型中生态

系统服务的价值是恒定的”假设之上，这就使得“跨环境”

成为了转移过程中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40］。因为它无法

像函数转移那样在模型参数中为地区之间的差异提供一

个明确解释的机会。此外，即使在同种土地覆盖类型内，

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也会有很大差异［41］。例如，王宗明

等［42］在对吉林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测算中，借鉴了

Costanza等提出的草地生态系统的游憩服务价值系数。

而该系数依据当时 1997年前已有的四项研究计算而来，

包含对美国怀俄明州的狩猎游憩以及南非山地凡波斯生

态系统的远足活动的经济价值评价。凡波斯灌木丛是南

非特有物种，由于受到外来物种入侵，已经被列入世界濒

危生态系统之列。因为稀缺性，它所提供的远足旅游和

生态观光服务功能显得更加珍贵。显然，这不是一般草

地生态系统的游憩特征。类似地，吉林省尚未有获批准

的草原狩猎场所，依赖于初始研究中狩猎游憩价值的转

移必然会引起严重的偏误。

那么，又如何在单位价值转移中解决或者回避泛化

误差呢？许多时候，现有研究更多的是在特定背景下展

开的，导致可选择的“研究地”案例非常有限［23］。所以，很

难找到一个理想的方案来实现研究地与政策地的完美匹

配。当量因子法中，谢高地等［20］建议依据政策地被评价

生态系统的生物量占全国以及生态系统单位面积平均生

物量的比例来调整单位价值。类似于此，第二种策略是

考虑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的影响，通常做法是引

入恩格尔系数、人均 GDP或者人均收入等作为代理

指标［43］。

然而，即使是上述多项修正策略的结合使用，也不能

避开当量因子法中的另外一个常被忽视的局限，那就是

不同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当量因子（即每种服务的相对

权重）是恒定不变的。该方法假设当量因子表中的当量

系数适用于全国的土地覆被类型。例如，Tang等［44］使用

相同的当量因子表，对江苏南京江北新区三个重要湿地

生态系统（六合、浦口以及八卦洲）的服务价值进行了评

价。八卦洲作为重要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承担着市区

生活用水紧急供应的重担。因此，该地的“淡水供给”服

务价值的权重应该提高。另外，因为江滩湿地公园的投

入使用，浦口区湿地在“文化娱乐”服务方面会更有经验，

对应的当量因子也应高于另外两地。显然，当前这种仅

仅依据一个固定的当量因子表进行价值转移的做法，忽

略了政策地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真实情境，即土地利用

格局、土地利用强度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都会有所不

同［45］。近年来，有少数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对当量因子

进行校正的必要性，并引入了土地覆被类型的NDVI、年
均降水量或者土壤保持量等指标对部分相应的服务类型

进行校正［46］。Fu等［47］通过与“第一手”研究结果的比较

发现，此举可以大大缩小两类评价方法之间的结果差异

（相差约为 5%）。但既考虑不同土地覆被类型的“组间”

差异，又兼顾同种土地覆被上不同服务“组内”差异的校

正研究还尚未发现。

（2）泛化误差对函数转移或Meta分析结果的影响。

Meta分析或者其他形式的函数转移中，常规地适应“跨环

境”（cross-context）转移的解决方案，是将区域差异作为解

释变量纳入分析，或者通过调整后的支付意愿作为因变

量来实现［48-49］。同时，在研究案例的选取上，尽可能地将

表1 效益转移法中几种常用的有效性评价指标

判断方法

转移误差

最小容忍度

函数关系

相似性

公式/假设

||ValueT - Values
Values

× 100%
Pr ( |ValueT - Values | ≥ θValues ) < 0.5

Values = β0 + β1ValueT + η
H0：r=0

H1：r≠0

检验过程

留一法检验

配对T检验

OLS估计

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

检验目的

分析观察值和转移值的等价程度

寻找观察值和转移值之间的最小差异

转移值和观察值之间的可变性测试

转移值和观察值之间的相关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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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与政策地类似的研究案例纳入进来。Windle等［50］进

一步证实，那些针对更大范围的研究的可转移性要高于

小尺度上的研究，这可能与后者更关注自身特征有关。

从模型结构角度，对泛化误差的控制研究也得到了

进一步的延伸。有学者提出，尽管两地足够相似的地理、

人口和市场特征被看作函数转移有效性和可靠性的“必

要条件”，潜在的受益群体必然在不可观察的随机误差部

分有所不同，从而导致函数转移效率的降低［51］。此时，如

果能够比较谨慎地将在样本均值、可变性或者价值分布

等某些方面上相近的研究地聚集在一起，建立一个“池

组”（pooling group），并将其纳入参数估计中，便可在一定

程度上克服效益转移“跨环境”的局限。这种方法还可以

大大提高那些传统上不被视为转移“最佳候选”研究的可

利用性。当然，这依赖于足够多的初始研究案例。

截至目前，中国学者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价还

有很大一部分沿用了当量因子表的研究范式。虽然这种

方法极大地简化了价值转移过程，也帮助我们很好地理

解了生态系统重要景观要素的格局和分布，但当单位价

值的计算过程仅依赖于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这个单一特征

时，很有可能会掩盖提供这些服务的生态资源的异质性，

甚至导致一些信息的缺失，影响转移结果的有效性和可

信性。

2. 2 中间服务与最终服务

与效益转移法相关的另外一个挑战，是“中间服务”

（intermediate ecosystem services）与“最终服务”（final eco-
system services）的辨别与剥离，这也是常被研究者所忽略

的［52］。对于一个生态系统来说，可能包括对某个受益人

的最终服务以及向其他受益人提供的中间服务。其中，

中间服务可以在最终服务的价值中体现，如果不进行区

分，便会导致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被“重复计算”（double
counting）［53-54］。例如，生态系统可同时为居民和鱼类提

供清洁水源，但后者的最终受益群体为垂钓者。因此，垂

钓游憩服务的最终价值体现在鱼类种群上，优良的水质

供给只是提供目标鱼群的中间服务。垂钓者所获得的清

洁水源的价值被最终嵌入在了鱼类种群的价值当中。

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是否与人类福祉直接挂钩”

是判断最终服务与否的有效指标与方法［55］。传统上，生

态学家侧重于使用生物物理属性（中间服务）来定义生态

系统功能，而经济学家则倾向于使用“终端产品”（最终服

务）来确定生态系统带给受益人的福利［53］。不同学科之

间分离产生的“数据鸿沟”（data gap），被看作是价值转移

失效的最大阻碍［56］。

回顾当前该领域的有限研究，发现上述两种服务的

混淆可能通过以下两方面对价值转移结果产生影响：一

是导致初始研究出现“测量误差”。这种现象尤其出现

在以条件价值评价和选择实验法为代表的陈述性偏好

评价中。因为有些中间服务很难与人类建立起直观的

表面联系，此时如果要求受访者对其进行估价，则会产

生许多不确定性，因为他们会隐含地将这些中间服务转

化为与他们直接相关的最终商品和服务。只能依赖于

个体认知的主观理解过程，很容易导致有偏的支付意愿

汇报及估计［57］。二是转移过程中违反了“商品（服务）一

致性”原则。最常见的原因，便是诸多初始研究并不总

是能在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体系上达成一致。不一致

的分类系统容易导致单个生态系统服务的重叠，从而带

来评价过程的重复计算。如果研究者希望将某一服务

功能的研究用作效益转移，就必须保证该项服务产生的

最终服务的定义相同。

相互依存却又各自不同的中间服务与最终服务的界

定会对价值转移结果造成影响，这对该方法的应用研究

提出了挑战。研究者为了得到可靠的价值转移结果，就

必须谨慎地确定和搜集与受益人直接相关的指标数据。

这个步骤离不开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进一步研究

与合作。Wong等［56］、Sinha等［57］以及Keerler等［58］分别开

发了一种综合生物物理特征和经济模型的评估框架，以

便确定受益人真正关心的最终服务，避免重复计算，从而

实现最小假设和最大透明度条件下的价值转移。

2. 3 空间异质性

“未来研究如果不能关注政策和福利影响的空间格

局，效益转移可能会继续依赖于敷衍了事的方法”，这是

效益转移评价领域著名学者 Johnston等［59］于 2009年做出

的一个判断。空间异质性是一种假设，即生活在不同地

点的居民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价存在差异［60］。经验

和证据表明，函数转移和Meta转移结果对空间维度更

敏感［61］。

许多文献探讨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多种空间分布

类型，总体来看，空间因素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产生影

响：一是地理尺度，即生态系统的地理规模［54］；二是替代

品的可用性［1，62］；三是受益人口与研究地之间的距离［63］。

虽然大多数研究重点肯定了第三种“距离”变量的影响，

但研究者们并未就其影响效果达成一致的结论。例如，

普遍认可的“距离衰减”（distance-decay）效应意味着价值

评价结果伴随与研究场地距离的增加显著降低［64］，但这

种单向效应在使用者（users）和非使用者（non-users）之

间、不同人口密度的地区之间也会存在不同［65］。Holland
等［66］还发现，价值的空间分布还可能与距离内受影响的

环境产品的数量或面积有关。伴随距离的增加，可替代

的服务也会增加，因此还需对一定距离内的替代产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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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明确的空间识别［67］。不可否认的是，忽略复杂的空间

分布，必定会导致错误的价值评估结论［68］。

尽管空间因素对评价结果的重要性已经获得了充分

的讨论，但涉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模式及异质性

的Meta效益转移研究仍然有限。实践中，研究者们有时

不得不“被迫”忽略这一影响因素，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

一是汇报研究地点和人口相关的空间信息的初始研究比

较少，尤其是距离数据，加上这类地理信息无法被直接观

察到，极大地限制了其在效益转移中的使用［61］。二是从

转移过程的角度来看，无法保证在一个或多个地区内观

察到的价值空间格局可以转移到其他地区，也无法保证

生态系统服务的替代产品可以使用外部数据源进行准确

识别［63］。三是如果考虑复杂的空间分布模型，需要同时

结合GIS、计量经济学以及编码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实现

统计和空间分析之间的自动联系，这无疑大大增加了研

究的难度。

过去几年中，研究者们对效益转移过程中的空间异

质性控制也提供了一些建议。常规且较为简单的做法是

在计量经济模型中引入距离、面积或规模等空间变量［54］。

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有必要开发更为复杂和准确的模

型来考察价值评价结果在空间环境中的变化模式。例

如，同时捕捉距离和面积大小二维变量的相互作用［66］；以

被试者为中心，考察一定距离内可替代产品的密度对评

价结果的影响［62］；建立一种空间微观仿真模型来模拟不

同地区人口的异质性［69］；使用测地线或欧几里得度量等

多样化的距离测量方式［70］。

效益转移过程中的空间模式是复杂多样的，简单的、

忽略混杂因素的基于距离的单向分析往往并不能完全消

除空间因素的影响。虽然研究者们尚未就哪一种建模方

法在所有或大多数应用中更占优势或更可取达成共识，

但将传统微观经济福利理论与支撑空间计量经济学文献

的地理理论相结合，仍然是未来研究中控制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空间异质性的首选方向。

2. 4 时间动态变化

标准的效益转移框架隐含的另一个假设是，被试者

的偏好和评价具有时间稳定性，即不同案例和时间段的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可以被合成一个随时间参数

不变的价值函数［71］。那么，来自多年前的研究的估计值

和模型在多大程度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近年来，大量的“测试-再测试（test-retest）”研究对这

一假设提出了混合性的经验和证据。检验思路可大致分

为两类：一种是测试价值评价方法是否能够随时间产生非

随机性的结果来评估方法的有效性，即效度检验，方式是

通过在较短的时间内对相同的被试者进行重新调查和估

值计算［72-73］。结果发现，大多数情况下，短时间内（通常是

2年以内）被试者的偏好和支付意愿并不会发生显著的差

异［74］，但这一结果并不总是稳定的［75-76］。第二种检验则侧

重于重测情境下的可靠性问题，即信度检验［7］。通过设计

在较长时间内对不同的调查对象进行重复调查，以确定价

值判断是否可能以某种系统但未知的方式在时间上发生

变化。多数研究者们认为，经过较长时间的再测试研究更

容易产生显著变化的价值估计结果［59，73］。

造成价值估计不稳定的来源有很多，这是因为尽管

我们将时间称为一个维度，这个维度又是多方面的。伴

随时间变化的既包括可观察的被试者的年龄、收入、家庭

规模等个体特征，也包括其潜在的认知、感知和态度等因

素［77-79］。此外，极端事件的发生、替代服务和补充服务的

改变、政策环境的变化以及估值方法的完善，都会增加时

间因素对转移效度和信度的影响［80-81］。尤其是考虑使用

过去数 10年的研究作为初始文献时，时间因素会变得更

加重要，因为这些文献中的数值很可能只是反映了前一

代人的偏好［13］。

因此，上述潜在影响使得研究者必须谨慎地思考在

推广价值函数时如何控制时间维度上的动态变化。现有

研究中，典型的解决方法包括利用CPI值将不同时期的价

值调整到统一的年份［82］，或者在模型中引入一个表示研

究调查年份的变量［83］。然而，Roelf等［84］通过对 13篇Meta
转移文献的统计发现，超过一半的文献都发现了CPI调整

以外的显著的时间效应。这证实，即使控制了通货膨胀

的影响后，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依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发生变化。

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建议使用特定的阈值来限制

初始研究的年份［85］，如Rolfe等［7］将初始文献限制在 15年
以内，Johnston等［13］只包括了 1985年或之后的研究。但

是，阈值的选择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可能会伴随时

间的推移而改变。因此，最有效的解决办法还是应该有

针对性地修正随时间推移所有可测量和有争议的差异，

尽可能地分离出纯的时间维度，确定无法解释差异的部

分。在初始文献的选择上，也尽可能地考虑更多的“测试

—再测试”研究，基于多次的重复测量和更长的观察周期

确定更详细的受益时间范围，减小转移误差。

3 研究展望

近 30年的开发与修正，使得BTM在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评价领域的应用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利用现有多篇

文献的工作，总结了效益转移结果最常面临的四种不确

定性来源。归纳来说，效益转移过程需重点在以下方面

做出努力：①详细描述政策地生态系统特征，保证初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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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数据的匹配性和可用性；②谨慎确定生态系统服务类

型，规范转移模型的结构和适用性；③引入空间信息，重

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敏感性；④保留时间维度，检

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间稳定性。

当然，即使是优化的效益转移评价框架也改变不了

“初始研究”在价值评价领域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不仅是

因为包含第一手数据的评价结果精确性更高，它们还是

效益转移研究的基础数据源。通过对初始研究的集合，

可以帮助研究者们识别当前研究差距，从而提升稀缺资

金用于效益转移研究的效率。此外，建立信息完整的大

尺度的数据库，还能够为评估不同地点的生态系统服务，

并将价值结果纳入政府决策提供长久持续的机会。这就

需要中国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以及生态学等领域专

家的进一步协调合作，共同促成国家层面上数据库的

建立。

上述几项并不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转移面临的全部

挑战，而是这一工作领域中经常遇到的对其有效性和可

靠性威胁的常见例证。效益转移的本质决定了对其的质

疑和改进会一直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对这种评价方法需

求的逐渐增加。无论是认可程度更高的函数转移与Meta
分析，还是更为简便的单位价值转移研究，都应当尽可能

地对上述四个方面做出说明，这是所有效益转移的基础。

任何时间、资金和信息的缺乏，都不应当成为忽略对现有

初始数据源进行严格分析的借口。为避免学术文献中的

研究与政策应用之间出现脱节，未来可制定一个统一的

减少转移误差的最佳实践指南和指导方针。今后的每项

研究都可以据此准确地来判断哪些初始研究和案例符合

效益转移的标准，并通过谨慎地遵守这些操作规范和建

议，对转移结果的效度予以重复和彻底论证，提升结果的

实际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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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 transfer of ecosystem service valuation: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KANG Nannan，HUANG Jikun
(China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Policy (CCAP), School of Advanced Agricultur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Estimating the economic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is a guarantee for promoting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system prod-
ucts. However, the lack of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data caused by difficult identification and accounting is still a practical problem
faced by policymakers. The benefit transfer method uses second-hand data to integrate existing research into the study area to be evalu-
ated, avoiding the time-consuming and expensive problems in the primary studies. Therefore, it is favored by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eco-
system service valuation. The core advantage of this method is that it can help managers quickly solve the data gap in the ecosystem ser-
vice valu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imited capital and time budget. Given the wide prospect of this method in practice, the concern about
its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is more urgent than other methods. However, its theoretical background determines that a series of valuation
errors are inevitabl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began with a brief review of Chinese research, sorted out common forms of benefit transfer,
and presented testing methods of transfer errors. We then summarized further challenges of this method, discussed the latest consensus
on minimizing the benefit transfer bias. To sum up, this method sh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in the future: ① Reducing
the generalization error of ‘cross-context’ ; ② Avoiding repeated calculations caused by the confusion between intermediate services
and final services; ③ Add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variables to evaluate the changes i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④ Testing the temporal stability of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We also discussed another important issue that effective benefit transfer re-
quires a sufficient number of high-quality primary studies. Finally, this paper concluded with a suggestion that Chinese experts in inter-
disciplinary studies should jointly develop a set of guideline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benefit transfer in ecosystem service valuation.
Key words benefit transfer;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est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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